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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环境规制的实施依赖于对排污主体行为的监管，但由于监管具有成
本，现实中很难实施24小时的实时监管，而是采取间断式的监测或排
污测试。

如果排污主体知道环保监测的具体时间和方式，那么就有可能策略性
地在监测时减少污染，在未监测时增加污染。

比如说，要是柴油车企业知道了尾气排放测试的方式？
案例：大众汽车排放门(Volkswagen emissions scan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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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大众汽车排放门

在美国汽车市场中，柴油车一直不是很流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柴油
发动机的排放很难满足美国的排放标准。

为了扩大美国的柴油车市场，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努力“研
发”与推广“清洁柴油”技术，2009年推出Clean Diesel引擎，装载在
EA189柴油发电机上。

在实验室测试中，装有EA189发电机的大众车被放置在特定的测试设
备上，进行标准化的测试过程，测试表现非常良好。大众公司对其“清
洁柴油”技术持续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美国消费者对柴油车的
积极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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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大众汽车排放门(Cont.)

2015年9月，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发布了一份报告，指控大众柴油车
在尾气排放测试中使用了一种被称为“排放作弊装置”的软件。

该装置能够识别实验室测试的条件，当检测到正在进行排污测试时，
会主动调整发动机操作，显著降低测试期间的氮氧化物排放。

2015年，美国环保署和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对大众柴油车进行了真
实驾驶条件下的严格排放测试，使得“排放作弊装置”无法有效欺骗
测试设备。测试表明，在实际道路行驶中，车辆的排放水平远远超过
了环保标准。

丑闻爆出后，大众集团承认“排放门”涉及全球大约1100万辆柴油车。

截至2022年底，大众为“排放门”已花费超过320亿欧元，包括罚款、
赔偿及和解金等，数名大众集团前高管受到指控，面临刑事处罚。

“Firms and Collective Reputation a Study of the Volkswagen
Emissions Scandal” (Bachmann et al., 2023, JE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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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Cont.)

对于大国而言，环保必须依赖于中央与地方的环境分权，分权同时也
要求中央对地方的环保规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出于成本的考虑，美国许多大气监测器采用“六天一测”的间断监测
方式，这就为地方在“非监测日”进行过度污染创造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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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Cont.)

描述性证据：非监测日大气颗粒物浓度很接近，且明显高于监测日。

监测日与非监测日的污染gap是怎么出现的？是监测日污染减少了，
还是非监测日污染增加了，还是监测日的污染转移到非监测日了？

怎么操纵出这个gap的？是政府行为or企业行为？政策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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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背景：美国的环保规制

环保局对大气颗粒物的监管以《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为依
据，目的是保证室外的污染浓度满足NAAQS的安全标准：

PM2.5的三年平均日浓度应保持在15ug/m3以下；

PM2.5的三年平均年度98%浓度分位值应保持在35ug/m3以下；

PM10的最大浓度值应保持在150ug/m3以下。

环保局每年都会根据大气监测结果，划分“达标县”和“未达标县”。

NAAQS规定，每个州的政府都要制定改善辖区空气质量的实施计划
(State Implementation Plan, SIP)。而且NAAQS要求，针对“未达
标县”中的企业的计划要更严格，比如更频繁的检查、更高的罚款等。

“未达标县”中的企业在规划新产能时，无论成本如何，必须使用能够
实现尽可能低排放率的技术，因此环保“未达标”会对企业的生产率
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环保“未达标”也会给州和地方政府带来高额成本：财政损失、环保局
的直接处罚等等。

Zeyu CHEN, School of Economics, RUC Page 9/55



制度背景：大气颗粒物监测站

美国有由超过1200处大气颗粒物监测站组成监测网络，每个监测站
内通常有多台监测器。

由于可吸入颗粒物的采样、过滤与测算依靠人工操作，因此频繁地监
测需要政府负担较大的成本，根据EPA(1993)的估计：

“一天一测”：41,000美元/(监测站·年)
“六天一测”：21,000美元/(监测站·年)

因此，在2001-2013年间(本文样本期)，42%的监测器为“六天一测”，
33%的监测器为“三天一测”，22%的监测器为“一天一测”。

在经验研究中，作者主要讨论“六天一测”的监测站，并把“一天一测”
的监测站做安慰剂检验用。

Zeyu CHEN, School of Economics, RUC Page 10/55



制度背景：大气颗粒物监测站(Cont.)

2001年的监管时间表(高亮代表“三天一测”的日期，高亮+黑框代表
“六天一测”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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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回归方程：

其中，
下标 ：大气监测站
下标 ：时间(日期)

：监测站所在网格的大气颗粒物浓度指标的对数值
：当日是否没有受到监管

：时间固定效应(year, month-of-year, and day-of-week)
：大气监测站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温度每10°C作为一档、风速的四个档、降水量及其二

     次项

核心解释变量 的系数估计值 代表非监测日与监测日污
染水平的(条件)均值差异，同时也反映了是否存在策略性减排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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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大气监测站中各监测器的数据：经纬度、监测时间与频率、污染物浓
度年度统计。

卫星数据：气溶胶浓度指数，来源于NASA的分辨率成像分光仪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MODIS)。

不同气溶胶浓度对太阳光中不同波长的光线的散射与吸收能力是
不同的，通过测量太阳光的光谱辐射，可以反推气溶胶浓度。

MODIS用“气溶胶光学深度”(aerosol optical depth)这一无量纲
的指数来衡量气溶胶浓度，其理论范围为-0.05至5，数值越小代表
气溶胶浓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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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Cont.)

卫星提供的污染数据与大气监测站提供的污染数据的差别：

大气监测站中的每一台监测器提供的都是某个精确位置的污染浓
度，卫星则是一个网格(10km×10km)从上到下整个“空气柱”的污
染浓度。

大气监测站通常提供一天的平均污染浓度，卫星则是在某一个特
定时间点(当地时间上午约10:30)捕捉太阳光辐射。

作者将各个监测站与其所在网格的卫星污染数据相匹配。

出于保守的考虑，只要监测站中有一个“六天一测”的监测器，作者就
把这个站点视为“六天一测”的监测站(接下来经验研究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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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回归

作者在基准回归前先做了一个event study，把变量 换
成了代表监测日期(on-days)前3天、前2天、前1天以及后1天、后2天
的dummy，将监测当天作为基准期。

仅在监测日污染物浓度明显下降，未监测日的污染程度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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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回归(Cont.)

Columns (1)-(2)：“六天一测”的间断监测导致未检测日比监测日的
污染水平高出1.62%。

Columns (3)-(4)：“三天一测”的间断监测没有导致未监测日与监测
日的污染水平有明显差异。

这意味着监管频率提高一倍，监测日与非监测日的污染gap由1.62%
缩小至0.29%，可能是一种收益大于成本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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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检验 其一

在基准回归中，“一天一测”的监测站点可作为一种安慰剂检验，其变
量 按照“六天一测”的监测计划赋值。

Columns (5)-(6)：对于“一天一测”的监测站点而言，不存在策略性减
排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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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检验 其二

作者还考察了超过 800个没有明确监管标准的有害空气污染物
(hazardous air pollutants)监测点，这些监测站点基本都是“六天一
测”。由于没有明确监管标准，自然没有污染“达标”与“未达标”之说。

Column (3)：这些监测站所在地没有明显的策略性减排行为。这说
明，担心环保“未达标”是策略性行为出现的直接原因。

Zeyu CHEN, School of Economics, RUC Page 19/55



安慰剂检验 其三

如果某个“六天一测”监测站关闭了，那其所在地的策略性减排行为
就该消失。

下图表明，关闭后“监测日”和非监测日的污染差异确实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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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稳健性

换用各类不同的固定效应。

把“一天一测”的监测站作为控制组，换用DID估计“六天一测”的监
测站在监测日和非监测日的污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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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减少vs.污染转移

导致监测日与非监测日在污染水平上存在gap的原因可能有：

纯粹是因为监测日的污染减少了；

纯粹是监测日的污染转移到了非监测日；

上述两者兼而有之。

借助监测站的关闭进行识别：

如果gap只是因为监测日的污染减少，那么在监测站关闭前后，监
测日的污染水平应该有明显差异，而非监测日的污染水平应该差
不多。

如果gap是因为污染的转移，那么监测站关闭前后，监测日与非监
测日的污染水平都应该发生明显的变化。

考虑到时间上的趋势，作者将从未关闭的监测站作为控制组，将每一
个关闭的监测站与位于同一个州的从未关闭监测站进行匹配。平均一
个关闭的监测站能匹配上31个从未关闭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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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减少vs.污染转移(Cont.)

三组两两对比：监测日vs.非监测日、 处理组的监测日vs.控制组的监
测日、处理组的非监测日vs.控制组的非监测日。

监测日vs.非监测日：监测站关闭前，监测日与非监测日保持平行趋
势；关闭后，“监测日”的污染迅速提升，与非监测日几乎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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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减少vs.污染转移(Cont.)

处理组的监测日vs.控制组的监测日：关闭前，两者存在差距但保持平
行趋势；关闭后差距迅速扩大，说明间断监测降低了监测日污染。

处理组的非监测日vs.控制组的非监测日：关闭前后一直保持平行趋
势，说明间断监测对非监测日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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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减少vs.污染转移(Cont.)

作者构建了如下的DID方程：

其中，
：是否为处理组(样本期内关闭的监测站)
：是否在处理组监测站点的时间点以后

：处理组及其匹配的控制组所形成的group的固定效应
其余变量：与基准回归含义一致

随后，作者用合成控制法计算每一个group中控制组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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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减少vs.污染转移(Cont.)

Columns (1)(3)(5)：监测站关闭使得每日平均的污染程度有微弱上
升，但统计上不显著。

Columns (2)(4)(6)：监测站关闭使得监测日的污染程度显著提高，对
非监测日则效果微弱。

因此，监测日与非监测日的gap是监测日的污染减少导致的，污染由
监测日转移到非监测日的现象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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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减少vs.污染转移(Cont.)

事件分析：站点关闭提高了监测日的污染水平，而对于非监测日的污
染水平几乎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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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污染期的异质性

如果某个县面临污染未达标的风险(i.e., 之前的污染比较严重)，那么
我们预期在其辖区内的观测站应该看到更明显的策略性减排。

为此作者构建了如下的回归方程：

其中，
下标 ：相对于时间 的前后 个月
下标 ：监测站所在的县

：当月平均的PM2.5浓度

其余变量：与基准回归含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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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污染期的异质性(Cont.)

监测日与非监测日的gap与前一个月的污染水平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后六个月相当于安慰剂检验，确实没有出现显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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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污染期的异质性(Cont.)

作者进一步根据前一个月的平均PM2.5浓度生成4个dummy，分别与

进行交互后加入回归方程。

前面发现的gap与前一个月PM2.5浓度之间的相关性主要由PM2.5水平

超过10ug/m3的月份引起的。没有未达标风险的地区几乎没有gap。
(注：NAAQS标准：PM2.5的三年平均日浓度应保持在15ug/m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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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行动日”警报

监测日污染的降低是如何实现的？是企业在当天降低了污染？还是政
府通过改变环保规制影响排放？

前人研究表明，政府的空气污染“行动日”警报对户外活动和交通决
策有很大影响(Cutter and Neidell, 2009; Graff Zivin and Neidell,
2009; Neidell, 2009)。
因此，政府可能更多地在监测日发动“行动日”警报来降低污染。

为此，作者利用EPA的AirNow项目收集了346个地区自2004年到
2013年的“行动日”警报记录，作者将数据汇总到核心都市区(core-
based metro area, CBSA)的级别。最终样本包含6,232个“行动日”
(CBSA×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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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行动日”警报(Cont.)

上述逻辑假设了地方政府是可以操纵“行动日”警报的，换句话说，警
报并不是污染到了某个水平就会自动触发的。

作者画了不同AQI预报水平下“行动日”警报的频率图，可见在不同
AQI预报水平下都有“行动日”警报出现，甚至AQI较低的时候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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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行动日”警报(Cont.)

在监测日当天，政府确实更多地发布“行动日”警报。

因此，实现策略性减排不一定需要政府直接影响污染企业的生产行
为，通过“行动日”警报来影响个人的户外活动与交通决策也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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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行动日”警报(Cont.)

“行动日”警报在监测日与非监测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某几个州。

基本上没有哪个州的“行动日”警报是非监测日比监测日多的。

那么这些显著为负的州有什么特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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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行动日”警报(Cont.)

Columns (4)(5)：在曾经更多地挑战环保局决策以及腐败程度更高的
州，政府更多地进行策略性地“行动日”警报。

这表明，策略性减排不仅要有动机，而且要有足够的政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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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业在策略性减排中的作用

作者估计了每个县在监测日与非监测日的污染gap：

污染差异在特定区域集聚地出现，和前面各州的异质性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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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业在策略性减排中的作用(Cont.)

定义污染gap前10%的县为“热点”(hotspot)县，下面考察其特征。

污染水平较高、曾成为“未达标县”、进行“六天一测”的县更可能成为
“热点”县。

污染行业(木制品制造业、采矿业)比重高的县更可能成为“热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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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业在策略性减排中的作用(Cont.)

公共事业行业(电厂、煤厂……)其实是污染最严重的，但由于它们往
往昼夜不停地运转，因此不太可能跟随着间断监测进行间断生产。

木制品厂的污染也很严重(约占可吸入颗粒物排放的3%)，但是木制
品厂的产能利用率不高，大约只有60%，闲置的产能可能使得木制品
厂能够调配生产时间，以避开污染监测。

综上，作者通过讨论各县重点行业与成为“热点”县的相关性，提供了
有关间断监测如何影响企业生产活动的弱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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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文章的发现

“六天一测”的间断监测导致了监测日的大气颗粒物浓度明显低于非
监测日，而“三天一测”的间断监测则没有导致类似现象。

监测日与非监测日的污染浓度差距主要是由监测日的策略性减排导
致的，且监测日减少的污染并没有转移到非监测日。

监测日与非监测日的污染差距具有很强的异质性，这一差距在面临较
大环境未达标风险的地区尤其明显，而在没有未达标风险的地区基本
上不存在。

策略性减排的实现渠道之一，是地方政府在监测日更多地发布污染
“行动日”预警，从而影响居民的户外活动和交通决策。

策略性减排明显的县往往也是那些当地产业构成允许采取策略性行
为的县(比如以木制品行业为主要行业之一的县)，这间接反映了企业
在监测日的减排可能也是策略性减排的实现渠道之一。

总体上，作者的证据表明，间断监测是一种在节约成本的同时改善大
气质量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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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贡献

本文首次在间断环保监测中引入了“太空验证”的想法。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to introduce the idea of “space-
truthing” into the context of intermittent monitoring.)
本文首次报告了地方政府针对联邦环境法规采取战略行动的证据。
(This paper is among the first to report evidence on local
governments’ strategic actions in response to feder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本文首次对间断的大气质量监测进行了评估。
(On the policy front,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first ret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long-standing practice of intermittent air
quality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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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文章复盘

新颖的选题+恰到好处的数据+好的研究设计=Top5经验研究

新颖的选题：从空间上的策略性行为转向时间上的策略性行为。

恰到好处的数据：高频卫星数据为比较监测日与非监测日提供机会。

好的研究设计：发现监测日与非监测日的gap之后，文章如何展开？

关心对环保的总体影响 分别考察监管日与非监管日的污染变
化。

关心影响渠道 导致污染的经济渠道不复杂也不难想，但难点在
于高频数据中很难直接验证，需要巧妙地转换思路：

居民的外出与交通：转向考察其影响因素——污染“行动日”
警报，这种做法也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
企业的生产活动：借助行业的异质性来间接提供弱证据。

异质性分析与渠道分析都是为了深化文章的故事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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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处“吹毛求疵”

如果监测日与非监测日的污染gap仅仅是因为监测日的污染减少，间
断监测对于非监测日没有影响，那么怎么解释“三天一测”的观测站
没有gap出现呢？

是说明“三天一测”没有使监测日污染下降？(那政策建议就变了。)
还是说较为频繁的监测将使得监测日与非监测日的污染均有所减
少？(此时机制就不一样了。)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性，那么就值得进一步讨论“三天一测”的具体
机制，并对比“三天一测”与“六天一测”的成本收益。

间断监测对于企业生产活动的影响只通过讨论异质性提供了很间接
的证据，有点遗憾。很可能是因为企业污染排放缺乏高频数据。中国
是能够拿到重点监管企业的实时污染水平的，后续可以用于讨论其他
的主题(e.g., Buntaine et al., forthcoming, A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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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环保的政治经济学

自从人类强调环保的重要性，环保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就长期存在。

两者的权衡首先是中央要考虑的问题，比如：

环保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应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白猫黑
猫” “科学发展观” “高质量发展”。

区域上的权衡：区域间有差异的环保规制力度(Chen et al., 2018,
JEEM)，但也容易引发污染转移。

环境经济学中更多讨论地讨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企业的博弈：

大体经历了从“总量、粗放监管”到“精细监管、区域合作”的演变。

总量、粗放监管：边界效应(Cai et al, 2016, JEEM)、突击减排(拉
闸限电)、数据造假(Ghanem & Zhang, 2014, JEEM)……
污染监测网络：依然有空间上的策略性行为，往往仅有局部改善
(He et al, 2020, QJE)。
实时 (但间断 )监测：本文、日落后的污染 (Agarwal et al., 2023,
JPubE)
区域联防联控：污染边界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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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环保的政治经济学(Cont.)

“The consequences of spatially differentiated water pollution
regulation in China” (Chen et al., 2018, JEEM)
2006年《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分配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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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环保的政治经济学(Cont.)

“Polluting thy neighbor: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pollution reduction mandates” (Cai et al., 2016, JEEM)
水污染的边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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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环保的政治经济学(Cont.)

“‘Effortless Perfection:’ Do Chinese cities manipulate air
pollution data?” (Ghanem and Zhang, 2014, JEEM)
我国的污染以空气污染指数 (API)100作为划分“蓝天”的分界线，
2000年起，要求一些重点城市每日公开API数据，并作为绩效考核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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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环保的政治经济学(Cont.)

“Watering Dow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China” (He et
al., 2020, QJE)
水质监测站只能监测上游的水污染，导致在监测站上下游两侧呈现监
管力度的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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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环保的政治经济学(Cont.)

“Disguised pollution: Industrial activities in the dark”
(Agarwal et al., 2023, JPubE)
污染企业在日落后不太容易被发现存在污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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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环保的政治经济学(Cont.)

能否依靠技术手段解决监管问题？能，但短期貌似不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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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环保的政治经济学(Cont.)

“  Does the Squeaky Wheel Get More Grease? Citizen
Participation, Social Media,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Buntaine et al., forthcoming, AER)
技术手段的改变为环保监管提供了一些新的方式：公众监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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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环保的政治经济学(Cont.)

环境分权的界限？“... depends on the magnitude of welfare gains
and environmental distortions from decentralization.” (Oates
& Portney, 2003,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政策制定者要预期到策略性行为？

有的时候，一些策略性行为是中央主导或默许的 (比如“Beijing
effect”)：用行政手段制造“政治性蓝天”，但过后可能出现报复性
污染，环境总体上恶化(石庆玲等, 2016, 《中国工业经济》)。
不过，预期到了也不会改变环保与增长的冲突，要注意地方政府
有些策略性行为是针对这一冲突的一种因地制宜。

更多时候，策略性行为是难以预判的，没必要要求中央全知全能，
关键是有能够及时反应与止损的制度安排：试点 判断 推广/及
时止损。

“[E]conomics has come to play a growing role both in the
setting of standards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in the
design of regulatory measures.” (Oates & Portne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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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倾听!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